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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用户的情绪特征及影响因子研究 
——以华南植物园和越秀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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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广州市华南植物园和越秀公园为例, 分析公园用户的情绪特征, 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城市公

园用户情绪的影响因子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公园用户的积极情绪相对较高, 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是独立存在的。对于粗粒度情绪, 景观要素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方式; 对于细粒度情绪, 景观要素主

要通过景观服务, 间接地影响用户情绪感知。不同类型公园中, 用户的不同类型、不同粒度情绪的影响因素

及机制均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可以对公园的规划设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 并为城市其他类型空间使

用者的情绪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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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Park Users: 
A Case Study of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and Yuexiu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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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take Guangzhou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and Yuexiu Park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emotional perce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ark users,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urban park users’ emotional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park users are relatively high, but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emotions exist 

independently. For coarse-grained emotions, landscape elements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s on emotions. 

For fine-grained emotions, landscape elements mainly affect users’ fine-grained emotions by forming landscape 

func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park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that affect users’ different 

types of emotions and different granular emotions. This results can propose targeted improvements to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parks, and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user emotional perception in other types of 

urban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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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这一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WTO)1986

年提出, 它倡导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层面, 保障居

民的健康工作和生活, 解决城市公共健康问题, 英

国、西班牙和美国等纷纷加入健康城市的建设中[1]。

中国的健康城市建设迫在眉睫, 截至  2019 年末, 中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60%[2]。在城镇的快速

发展过程中 , 社会竞争加剧 , 工作节奏加快 , 居民

的精神健康受到威胁, 目前中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

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患病率分

别达  2.1%和  4.98%[3]。2016 年 , 国务院发布《“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 强调要有效地控制影响

健康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因素,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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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2019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 年)》, 从指标角度对城市建设提

出具体要求, 并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提供

一系列保障措施。目前,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工作

重心从过去的被动疾病治疗转变为主动疫病预防 , 

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也从过去的身体健康转变为

多维的健康要求, 心理健康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 居民的情绪调节和精神缓解在健康城市的建设

中尤为必要。 

城市绿地在健康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可以为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多种景观服务。景观

服务是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 [4], 

是生态系统服务在景观尺度上的展现, 侧重描述景

观空间提供的服务及其向社会的流动[5]。作为城市

景观服务的重要供给者, 城市绿地具有保护生物多

样性、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以及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等

重要功能 [6–9]。城市绿地对用户情绪的调节作用已

有初步研究, 证实城市绿地对居民身心健康具有积

极影响[10], 对人们的情绪具有重要的修复作用[11]。

同时, 城市绿地斑块的大小、密度以及形状格局等

对情绪修复有很大的影响 [12]。城市公园是城市绿

色空间的重要类型, 提供游憩、生态、景观、文教

和应急避险等功能, 是居民在闲暇时间释放心理压

力, 缓解精神紧张状态的重要场所, 但尚无研究者

详细地探索城市公园用户的情绪特征以及情绪的影

响机制。 

为深入理解城市公园用户的情绪特征与影响因

素, 本文以广州市华南植物园和越秀公园为例, 采

用心理学的情绪量表开展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如

下: 1) 公园用户的情绪具有怎样的特征? 2) 公园用

户粗细粒度情绪受哪些因素影响? 哪些因素对情绪

产生直接影响? 哪些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3) 不同公

园中, 用户粗细粒度情绪的影响因素是否有差异? 

本研究以情绪为切入点, 力求对公园的规划设

计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 使公园生态系统更好地服

务于居民 , 并为健康城市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 

为健康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助力。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情绪认知理论认为, 情绪是因对个体内部固有

模式和外部刺激情境的认知评价而产生, 主要流派

有  Arnold[13]的评定–兴奋说(appraisal-excitation theo-

ry)、Schachter 等 [14]的情绪唤醒理论和  Lazarus[15]的

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尽管不

同流派对情绪产生过程的界定略有差异, 但普遍认

为情绪的产生包含  3 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外界环境

刺激、内部固有模式和认知评价过程。外界环境刺

激是情绪产生的客观条件; 内部固有模式是个体本

身在长期生活经验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形成的, 是

情绪产生的主观条件; 认知评价过程是个体结合内

部固有模式, 对外界环境刺激进行认知评价, 从而

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在认知评价过程中, 个体需

求 的 满 足 感 对 情 绪 有 着 关 键 性 的 中 介 和 转 换 作

用 [16] 。 对于情绪的分类 , 学界主要有分类和维度

两类认知取向。前者认为基本情绪属于先天情绪 , 

复杂情绪是基于基本情绪的叠加衍生; 后者则认为

情绪受愉悦度、唤醒度和支配度等不同维度的影

响 [17] 。 对于情绪的测量 , 心理学领域学者针对言

语表达和面部表情的分析, 结合情绪词语义相似性

的判断和自陈式情绪体验的因素分析等多项研究 , 

开发出情绪量表(如正负性情绪量表  PANAS), 对情

绪的内容和程度进行捕捉和测量[18], 已得到广泛应

用。在分析方法上, 学界一般按照粒度, 将情绪分

为粗粒度情绪和细粒度情绪, 粗粒度的情感分析方

法一般用于分析整体的情感极性, 细粒度的分析方

法多用于分析某一维度的情感[19–20]。 

目前, 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初步探讨了情绪特征

及影响因素, 证实个体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对个体情

绪的影响 , 其中内部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人格

等 [21–23], 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因素、情境因素和文化

因素等 [24–26]。这些研究一般局限于粗粒度情绪层

面, 缺乏细粒度情绪的探索和分析。对于城市公园

用户的情绪, 已有研究证实公园用户的内部和外部

因素对其认知评价的影响 , 其中内部因素包括性

别、年龄、职业和期望等[27–28], 外部因素包括公园

设施、公园设计和管理情况等景观要素 [29]以及自

然体验、精神价值、审美欣赏、娱乐游憩和空气质

量调节等景观服务 [30–32], 但这些研究较少涉及“认

知‒评价‒情绪”的影响路径分析。此外 , 现有研究

证实了景观要素与审美欣赏、文化遗产和娱乐休闲

等景观服务之间的关系[33–34], 但缺乏对景观要素认

知评价和景观服务认知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图  1)。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假设在公园用户的

情绪影响机制中存在“景观要素认知评价–景观服务

认 知评 价 ”、 “景 观要素 认知 评价–情 绪 ”和 “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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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园用户情绪的影响因子研究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k users’ emotions 

表 1  公园用户情绪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假设 
Table 1  Hypothesi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model of park users’ emotion 

假设序号 假设内容 

H1                                  景观要素认知评价对景观服务认知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 景观要素认知评价对积极(消极)情绪有显著正向(负向)影响 

H3 景观服务认知评价对积极(消极)情绪有显著正向(负向)影响 

 

 
服务认知评价‒情绪”的影响路径(表  1)。本研究组

结合已有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

类型 , 并参考《公园设计规范(GB 51221‒2016)》

中的体系框架, 最终确定公园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

的指标体系 [35]。由于满意度是认知评价的一个重

要维度[17], 因此本研究中的景观要素认知评价和景

观功能认知评价均以满意度作为测量指标。对于个

体内部的固有模式,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长期

生活经验和外部环境的反映 , 我们结合已有研究 , 

选取职业、收入、文化程度、年龄和性别作为公园

用户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36], 最终得到公园用户的

情绪影响机制假设模型(图  2)。 

2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城镇化发展迅速, 2019 年末常住人口为

1530.59 万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86.46%[37], 已进

入城市更新的关键时期。2019 年, 广东省的公园面

积达到  8.11 万公顷 , 城市公园数量排名全国第一

位 [37]。2018 年, 《广州市公园建设和保护专项规划

(2017‒2035)》提出到  2035 年构建“生态公园‒城市

公园‒社区公园‒街心公园”四级公园体系 , 针对公

园情况和人群属性特点, 将不同类型的公园有差异

性地赋予应急避难、生态保护、文教科普和休闲游

憩等功能。 

如图  3 所示 , 越秀公园位于广州市越秀区 , 总

面积为  86 万  km2, 是广州市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园

区内自然及人文景观丰富, 绿化率超过  80%。华南

植物园地处广州市天河区, 占地面积 333 万  km2, 是

中国面积最大、物种保存最多、历史最为悠久的植

物园之一。同时是中国科学院四大植物园之一, 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目前年游客  100 万人次以上, 

是广州市最具代表性的专类公园。本文以广州市综

合公园和专类公园的典型案例——越秀公园和华南

植物园为对象, 研究城市公园用户情绪的特征及影

响因子。 

3 研究数据与方法 
3.1 问卷设计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搜集数

据, 问卷由用户情绪、景观要素满意度情况、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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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为变量 i 的残差, 下同 

图 2  公园用户情绪影响机制假设模型 
Fig. 2  Hypothetical model of emotio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k users 

 

图 3  越秀公园和华南植物园区位条件及公园景观 
Fig. 3  Location and landscape of Yuexiu Park and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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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满意度情况和用户个人信息  4 个分问卷组成。 

对于景观要素满意度情况, 依据《公园设计规

范(GB 51221–2016)》中的景观要素进行分类 , 并

结合公园的具体特征, 最终筛选出  3 大类  12 小类公

园景观要素, 由公园用户根据“1 非常不满意~5 非常

满意”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打分。对于景观服务满

意度情况, 归纳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

的景观服务类型 [35], 结合公园的环境特征 , 筛选

出  4 大类  15 小类景观服务类型作为研究对象。由于

各类景观服务对部分公园用户来说较为抽象, 我们

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定义或描述语句[30], 并由用

户根据“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五级量表进行打

分 , 进而得到公园用户对景观服务的满意度情况。

使用  PANAS 量表中文修订版测量公园用户的情绪。

PANAS 量表以情绪两因素模型为基础 , 其中正性

情绪(PA)和负性情绪(NA)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基本维

度 , 包括不同的特定情绪反应 , 即  20 个细粒度情

绪 , 且具有等级性。张卫东等 [38]对  PANAS 量表进

行中国人群的适用性研究, 证实中文版的 PANAS 量

表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适用中国人群。对于公园

用户个人信息, 主要调查用户的年龄、性别、收入

和文化程度等基础信息以及到访公园的出游频率、

出游时长、出行同伴和出行目的等出行特征信息。 

3.2 数理统计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578 份, 发放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 回收有效问卷  422 份 , 回收率为  73%。利用

SPSS 23.0 软件分析各个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 并

进行因子分析。在信度和效度检验中, 景观要素满

意度、景观功能满意度和用户情绪  3 个分问卷的克

隆巴赫系数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均为  0.9 左右, 

表明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高, 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

处理。在因子分析中, “骄傲的”和“警觉的”两个细

粒度情绪被归入消极情绪 , 与原问卷的设定不符 , 

被剔除。进一步地, 利用  SPSS 23.0 软件分析两个

公园的用户情绪特征和影响因子, 包括对两个公园

用户的个体因素、景观要素满意度、景观服务满意

度和情绪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不同个体因

素影响下的情绪进行差异性分析, 对情绪与景观要

素和景观服务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 

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处理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与一

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的联系, 且允许自变量及因变

量存在测量误差[30], 在分析复杂关系和影响程度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此外, 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分

布及类型的适用性较强, 在数据违反正态性假设时, 

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加权最小二乘法(WLS)也

可以应用, 已有研究证明其对参数的估计均为无偏

的和渐进有效的 [39–40]。利用  AMOS 软件构建用户

情绪的影响机制模型 , 分析用户的情绪影响机制 , 

并选取  χ², df, RMR, RMSEA, IFI, TLI, CFI, C.R., 

PNFI 和  PGFI 来检验模型的拟合情况[41]。由于结构

方程模型要求样本数量与变量的比值在  10:1 以上 , 

因此本文在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时, 结合相关性分析

和差异性分析结果进行因子筛选。 

4 研究结果 
4.1 公园用户情绪基本特征 

本 文 发 现 公 园 用 户 主 要 为 常 住 居 民 (占 比 为

92.6%), 用户到访公园的频率在每月  1~2 次及以下

(72.5%), 停留时间为  4 小时以下(72.5%), 用户中女

性偏多(63.6%), 职业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大中

专院校学生 ; 年龄集中在  20~29 岁和  40~49 岁 , 前

者主要与同事、朋友一同到公园游憩, 后者则与伴

侣、孩子一同出游。两个公园的用户在职业、年龄

段和停留时间方面均存在差异。在年龄方面, 华南

植 物 园 中  20~29 岁 的 年 轻 人 居 多 , 占 比 达  43.1%; 

越 秀 公园 中  40~49 岁 的中 壮 年人 居多 , 占 比 达到

44.4%。在职业方面 , 华南植物园用户主要为企事

业单位职工(34.0%)和大中专院校学生(25.4%), 越

秀公园用户主要为企事业单位职工(35.1%)。在停

留时间方面, 华南植物园有丰富的展馆和更大的场

地 , 同时需收门票 , 用户一般停留时间较长 , 大部

分用户(65.6%)停留时间为  2~4 小时 ; 越秀公园中 , 

部分用户 (49.2%)会停留  2~4 小时 , 还有部分用户

(48.2%)只会短暂停留。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属于情绪中两个相对独立

的基本维度。无论是粗粒度还是细粒度, 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的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 两者属于情绪的两个维度, 无显著的相关性

(p<0.05), 并且两者之间无相互影响, 在分析过程中

也 不 可 以 累 加 , 进 一 步 验 证 了  PANAS 量 表 的 设

定。这也意味着, 两个情绪维度的影响因子及机制

均可能存在差异, 需将两个维度单独进行分析, 并

有针对性地规划设计。 

公园用户普遍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之中, 但大

部分用户会有一定程序的消极情绪, 部分用户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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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消极情绪状态。在粗粒度情绪层面, 公园用

户的积极情绪较高, 消极情绪较低, 相对而言, 用

户之间的积极情绪差异较小 , 消极情绪差异较大。

公园用户中, 有约  10%的用户情绪较为低落(3~5 分

/5 分) (图  4(a)), 其中男性(60.1%)偏多, 年龄为  20~ 

29 岁(36.4%)及  40~49 岁(33.3%), 职业以企事业单

位职工(39.4%)和无职业人群(27.3%)为主, 收入位

于中等偏低水平(月收入  10000 元/人以下, 60.6%)。

在细粒度情绪层面, 公园用户的积极情绪普遍较高

(图  4(b)), 有  70%以上的用户觉得有兴趣、兴奋热

情、活跃且有活力, 但是  53.8%的公园用户会有一

个或以上细粒度情绪较为负面。其中, 约  15%的用 

 

图 4  公园用户情绪情况 
Fig. 4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park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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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觉得在公园内会感到焦虑、急躁、紧张、心烦意

乱(4~5 分/5 分)(图  4(c)), 同时约  10%的用户不同意

在 公 园 中情绪 状 态 是 “有 决 心 的 ”和 “被 激 励鼓 舞

的”(4~5 分/5 分)(图  4(d)), 但是用户普遍不会感到有

敌意或有罪恶感。两个公园用户的情绪分布区间基

本上一致, 华南植物园(51.5%)存在消极情绪的用户

比越秀公园(56.5%)少, 但华南植物园公园用户的消

极情绪更为集中和极端。此外, 在人群类别上, 越

秀公园的消极用户主要为女性(67.2%), 年龄主要为

40~49 岁(46.7%), 职业以企事业单位职工(31.9%)和

无职业人群 (18.8%)为主 , 收入位于中等偏低水平

(67.1%); 华南植物园的消极用户性别比例较为平均

(女性  50.5%), 年龄主要在  20~29 岁(40.0%)以及  40~ 

49 岁(29.5%), 职业主要为企事业单位职工(40.0%)、

大中专院校学生(19.0%)和无职业人群(16.1%), 收入

位于中等偏低水平(62.8%)。 

通过情绪与个体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以及情绪

与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

发现粗粒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影响因素存在差

异, 同时细粒度比粗粒度更有助于影响因素的精细

化识别与分析。公园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提升用户的积极情绪, 削弱用户的消极情

绪。粗粒度情绪中, 公园景观要素与景观服务更多

地影响公园用户的积极情绪, 对消极情绪影响较小; 

对于不同的细粒度情绪, 影响不同情绪的公园景观

要素与景观服务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不同的公园

用户人群, 在粗粒度情绪层面, 越秀公园中无职业

群体的消极情绪程度显著大于个体私营业主 , 20~ 

29 岁年龄组群体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  30~39 岁群

体; 华南植物园中男性、无同伴的公园用户情绪更

为消极, 青少年(20 岁以下)、父母陪伴的公园用户

情绪更为积极。在细粒度情绪层面, 越秀公园中年

龄、同伴、职业和收入会显著地影响用户情绪, 具

有无同伴、无职业、青年人(20~29 岁)、中高收入

用户(月收入  15000 元/人以上)属性人群的部分细粒

度情绪更为消极 ; 华南植物园中具有男性、无同

伴、外地游客、青年人(20~29 岁)属性人群的部分

细粒度情绪更为消极。由于两个公园内的用户情绪

特征及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因而下面分别分析两个

公园的用户情绪影响机制。 

4.2 公园用户情绪的影响机制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与本研究的假设, 对公园用

户情绪影响机制假设模型进行因子筛选, 得到公园

用户情绪影响机制修订模型(图  5)。该模型中 , 慢

行系统、厕所、灯光照明和地形等景观要素满意度

以及教育价值、空气质量调节、生物多样性和灾害

调节等景观服务满意度均属于外生观测变量, 景观

要素满意度和景观服务满意度属于内生潜在变量 , 

情绪属于内生观测变量。 

虽然公园用户情绪影响机制修订模型的拟合指

标与参考标准接近, 但模型拟合结果无法达到参考

标准 , 因此模型不能与研究样本数据较好地拟合。

在情绪的影响路径上 , 只有景观服务满意度→情

绪、景观要素满意度→景观服务满意度以及景观要

素满意度→情绪路径显著性水平达到要求, 其他影

响路径显著性水平均无法满足要求。因此, 结合模

型结果, 进一步修订两个公园的情绪影响机制模型, 

得到最终模型，如图  6 所示，模型拟合效果符合参

考标准(表  2)。 

对于积极情绪, 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可以直接

影响到用户情绪, 同时公园景观要素可以通过影响

景观服务间接地影响用户情绪; 对于消极情绪, 景

观要素不能直接影响到用户情绪, 但部分公园景观

要素可以通过影响景观服务间接地影响用户情绪。

消极情绪的影响机制中, 景观要素对消极情绪的路

径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华南植物园(51.5%)和越秀

公园(56.5%)均有一半以上的用户存在不同程度的

消极情绪, 因而这一路径的不稳定一方面可能由于

公园用户的近期经历对情绪具有较强的作用, 另一

方面源于公园的现状有待提升, 对公园用户消极情

绪的调节有限。 

重复以上步骤, 建构并修订模型, 最终得到两

个公园  18 个细粒度情绪的影响机制模型 , 如表  3

所示。 

华南植物园细粒度情绪的影响机制基本上一

致, 少数细粒度情绪的影响因子及影响路径存在一

定的差异。首先, 所有细粒度情绪影响机制模型中, 

景观要素满意度对景观服务满意度均有影响, 景观

服务的满意度对用户的大部分情绪有影响, 两者在

提升积极情绪的同时 , 可以削弱用户的消极情绪 , 

基本上与粗粒度情绪的影响机制相符。但是，与粗

粒度情绪维度的影响机制不同, “紧张的”情绪不受

景观要素满意度和景观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觉得自

己是强有力的”、“兴奋的”和“觉得自己是活跃的”

只受到景观要素满意度的影响, 可能与用户近期的

个人经历或公园的特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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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公园用户情绪影响机制模型因子筛选结果(华南植物园) 
Fig. 5  Factor screening results of the emotional model of park users of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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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园用户粗粒度情绪影响机制模型(华南植物园) 

Fig. 6  Model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arse-grained emotions of park users of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越秀公园细粒度情绪的影响因子基本是一致 , 

但是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表

3)。对于  18 个细粒度情绪, 景观要素均对景观服务

有影响, 景观服务可以提升用户的积极情绪, 但是

消极情绪都不受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影响。此外 , 

“充满热情的”、“兴奋的”细粒度情绪也会直接受景

观要素影响, 可能与用户最近的经历或公园的特点

有关。 

如表  4 所示, 两个公园的用户情绪影响机制大

体上相同。在影响路径方面, 对于积极情绪,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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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园用户粗粒度情绪影响机制模型拟合效果 
Table 2  Fitting effect of coarse-grained emotional influence mechanism model for park users 

主要指标 理想区间 
 华南植物园拟合度 越秀公园拟合度 

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卡方检验(χ²)/自由度 1~3 1.178 1.229 1.405 1.441 

拟合优度指数(GFI) ≥0.9 0.905 0.904 0.902 0.909 

残差均方根(RMR) ≤0.1 0.053 0.099 0.064 0.030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 ≤0.08 0.031 0.035 0.046 0.048 

增值指数(IFI) ≥0.9 0.984 0.980 0.969 0.970 

Tucker-Lewis 指数(TLI) ≥0.9 0.980 0.974 0.962 0.963 

比较拟合指数(CFI) ≥0.9 0.983 0.979 0.969 0.969 

相对拟合指数(NFI) ≥0.9 0.901 0.900 0.901 0.907 

与路径系数对应的临界值(C.R.) >1.96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表 3  公园细粒度情绪影响机制模型路径系数 
Table 3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model of fine-grained emotion perception 

情绪维度 
景观要素满意度→景观服务满意度 景观要素满意度→情绪 景观服务满意度→情绪 

华南植物园 越秀公园 华南植物园 越秀公园 华南植物园 越秀公园 

对事物感兴趣的 0.714 0.729 ‒ ‒ 0.548 0.456 

兴奋的 0.716 0.720 0.43 0.26 ‒ 0.246 

觉得自己强有力的 0.709 0.726 0.257 ‒ 0.214 0.471 

充满热情的 0.713 0.721 ‒ 0.26 0.491 0.221 

觉得被激励鼓舞的 0.710 0.723 ‒ ‒ 0.340 0.315 

觉得自己是热心肠的 0.711 0.726 ‒ ‒ 0.287 0.418 

觉得自己是活跃的 0.713 0.722 0.337 ‒ ‒ 0.367 

有决心的 0.710 0.724 ‒ ‒ 0.209 0.270 

害怕的 0.708 0.720 ‒ ‒ -0.144 ‒ 
恐惧的 0.708 0.720 ‒ ‒ -0.228 ‒ 
急躁的 0.708 0.720 ‒ ‒ -0.185 ‒ 
觉得羞愧的 0.708 0.720 ‒ ‒ -0.146 ‒ 
神经过敏的 0.708 0.720 ‒ ‒ -0.205 ‒ 
心烦意乱的 0.708 0.720 ‒ ‒ -0.232 ‒ 
有敌意的 0.708 0.720 ‒ ‒ -0.245 ‒ 
焦虑的 0.708 0.720 ‒ ‒ -0.202 ‒ 
有罪恶感的 0.708 0.720 ‒ ‒ -0.211 ‒ 
紧张的 0.708 0.720 ‒ ‒ ‒ ‒ 

表 4  公园用户情绪影响机制 
Table 4  Emotio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k users 

公园 情绪类型 情绪影响机制 

华南植物园 

粗粒度情绪 
积极情绪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消极情绪 间接影响 

细粒度情绪 
积极情绪 间接影响为主 

消极情绪 间接影响为主 

越秀公园 

粗粒度情绪 
积极情绪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消极情绪 无影响 

细粒度情绪 
积极情绪 间接影响为主 

消极情绪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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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影响机制基本上一致, 景观要素对粗粒度情

绪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景观要素主要通

过景观服务影响用户细粒度情绪。对于消极情绪 , 

两个公园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 越秀公园景观要素

和景观服务对消极情绪没有调节作用, 华南植物园

的景观要素通过景观服务影响用户粗细粒度情绪。

在影响效应方面, 公园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主要提

升用户的积极情绪, 削弱用户的消极情绪, 但是对

消极情绪的作用较小。在影响因子方面, 景观要素

和景观服务都对用户情绪有一定的影响, 两个公园

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的影响因子存在差异。在景观

要素方面, 影响公园用户情绪的因子主要为人文要

素, 如慢行系统和游憩健身器材, 自然要素中地形

和动物对用户的情绪有一定的影响; 在景观服务方

面, 影响用户情绪的因子中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稍

多, 支持服务居中, 供给服务未能影响用户的情绪。 

5 讨论 
5.1 公园规划设计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可以为公园规划设计提供

多方面的建议。 

1) 规划设计中, 需要将如何提升积极情绪与如

何降低消极情绪分开考虑。对于粗粒度情绪, 一方

面要注重提升部分用户的积极情绪, 另一方面要注

重调节公园用户的极端消极情绪。对于细粒度情

绪 , 需更加注重提升公园用户“有决心的”和“被激

励鼓舞的” 的积极情绪 , 调节用户在公园内害怕、

急躁、紧张、心烦意乱的消极情绪。 

2) 规划设计中应该更注重考虑功能性, 因为多

数景观要素并不直接影响用户的情绪, 而是要素组

合形成的不同景观服务对用户的粗细粒度情绪产生

影响。此外 , 通过分析公园用户情绪的影响因素 , 

发现公园用户的情绪并不会受所有景观要素和景观

服务的影响, 需要结合公园的实际情况与用户情绪

的影响因素 , 对公园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设计和

优化。 

3) 对两个被调查公园的具体建议如下: 两个公

园均需重点提升植被、地形和慢行系统等景观要素

配置, 并提升精神体验、气候调节、美学欣赏、营

养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空气质量调节的景观服

务。此外, 华南植物园应重点注重宣传栏、铺装和

活动广场等景观要素的配置, 重点提升公园教育价

值、水资源调节和灾害调节的景观服务。对于越秀

公园, 应着重厕所、垃圾箱、休息座椅和亭廊厅榭

等景观要素的配置, 重点提升娱乐休闲、社会关系

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景观服务。 

5.2 讨论与展望 
本文构建的用户情绪影响机制模型将公园视为

景观系统, 对其景观要素以及不同要素组成的景观

服务进行分类和筛选, 结合社会经济地位特征, 建

构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我们发现影响用户情绪的

两类影响机制中,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粗粒度与

细粒度情绪的影响因子均存在差异。本文构建的研

究方法体系对于城市其他类型空间使用者的情绪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 该方法体系可以为公园

的景观要素及景观服务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 , 

从而使公园生态系统更好地服务于居民, 对公园优

化设计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 

本文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专类公园和综合性公园

的用户情绪差异。由于不同类型公园景观特点和景

观服务具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园, 

仍需结合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优化和改进, 使

其更有针对性地符合用户需求。同时, 各地的发展

基础不同, 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也有所差异, 对公

园的管理要求和管控办法也需因地制宜, 结合所在

地的目标和要求进行调整与修正。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 , 虽然  PANAS

量表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对于情绪是否可以累

加以及累加的结果还存在争议。同时, 城市居民的

情绪受多种个人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仅从  5 项社会

经济地位指标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也表明, 社会经

济地位对情绪的影响路径不稳定, 今后的研究可以

更全面地探讨其他个人因素层面的影响因素。本研

究仅选取广州华南植物园和越秀公园两个典型案

例, 未来可以针对更多类型的公园及更大的数据样

本进行研究。此外, 本文仅将满意度作为景观要素

和景观服务的认知评价指标来进行情绪影响机制的

研究, 其他认知评价维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5.3 结语 
城市公园是居民情绪调节和精神缓解的重要场

所, 在健康城市的建设中尤为必要。本文探索在健

康城市背景下, 公园用户情绪的影响因子及影响机

制, 以期指导公园的规划设计。本文将公园生态系

统视为一个景观系统, 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

型, 发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独立存在的两个维

度, 公园对用户情绪的作用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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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本研究还发现, 不同类型的公园中, 用

户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 粗粒度与细粒度情绪的

影响因子均存在差异。公园景观要素和景观服务有

助于用户的积极情绪, 修复用户的消极情绪, 但是

对消极情绪的作用较小。景观要素对粗粒度情绪有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方式, 景观要素主要通过

景观服务影响用户的细粒度情绪。本文的研究结果

对健康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未来健康城市建设应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和设计每一

类城市公园, 使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更在具人文关

怀的同时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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